  遇事，不能永遠往阿扁總統身上推
                        亞洲金融家月刊 2008.8

新政府自520接手後，股市直直落，國民黨雖掌握立院過半優勢，但政務推動的並不順利。面對外界質疑，新政府的回應不外乎是國際經濟景氣不好、天災或阿扁的錯。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那裡做得好，那裡做不好，新政府上任後理應優先診斷，如此才能釐清前後任政府的政治責任，總不能永遠遇事還往阿扁總統身上推。
九0年代以來，如何減緩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並進一步化為轉機是先進國家面對最嚴峻的挑戰。全球化不是第二次大戰之後才有的現象，其實早在十九世紀金本位時期就已出現類似現象，但此波全球化與前一次全球化最大不同在於勞動跨國移動，第二次戰後各國大多採取較嚴格的移民政策，只對高科技與專業人士及投資型移民開放以吸引人才及資金；其次則是政府角色的改變，先進國家除了持續採取開放措施，減少貿易障礙，減少管制以降低資本跨國移動的障礙，以及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外，為減輕其國內民眾基本生活權利受到全球化的衝擊，戰後先進國家普遍強化其社會安全體系的功能，使得戰後歐美先進國家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超過一半。
隨著全球經濟快速成長，全球氣候也產生顯著變化，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為溫室效應氣體的過度排放。為抑制過度排放，先進國家陸續通過強制性能源政策，例如：德國政府於2007年宣示將因應氣候變遷定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面對全球化及全球暖化，先進國家多揚棄原有的「唯經濟成長」的策略改採重視「經濟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環境生態」均衡發展的永續發展策略，台灣正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當然亦無法避免這兩項挑戰，本文將以民進黨政府如何回應切入探討過去八年執行的成績。
民進黨政府過去八年積極以BOT方式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公共建設所提供服務品質；舉例說，2002年促參案件簽約金額只有72.7億元，2003增至624.7億元，到了2004年更高達1306.5億元，讓民間與政府藉BOT模式共同分擔風險並共享效益。台灣高鐵就是在政府協助下順利通車，讓台灣進入一日生活圈。其次，將已無經營效益的公營事業：如高雄硫酸錏、台機等公司予以解散清算，並將中船及唐榮民營化，使得這兩家公司由2000及2001年合計虧損101.4億元及55億元，自2002年開始有盈餘。為解決1998年本土型金融危機所遺留的逾放問題，阿扁總統進行第一次金融改革，銀行體系的新增逾放金額由2001年5430億元，降為2003年的30億元，2007年本國銀行廣義逾放比已降為2.16%，第二次金改原計劃將公股銀行徹底民營化以強化金控公司的競爭力，可惜因行政部門無法建立有效的整倂機制致倍受質疑，成效不張。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台灣失業率自1996年突破2%後，一路攀升到2002年的5.17%的高峰，解決失業必須依靠創造工作機會，行政部門遂於2001、2002年及2003年陸續推出「永續就業希望工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以及「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等多項短期解決方案，以搶救50萬名失業勞工，到了2007年失業率已降至3.8%，但年輕人及高學歷失業率仍然偏高。
此外，「貧富差距」是底層人民另一個痛苦的來源。台灣家庭所得分配不平均受到全球化而持續惡化。1990年時，台灣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的五分位差為5.18倍，此後差距逐步擴大， 2000年升到5.55倍，2001年更高到6.39倍，惡化速度另人擔憂，到了2006年始小幅下滑到6.01倍。由於可支配所得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各種移轉性收入，故這幾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就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發揮所得重分配的作用，使得惡化程度較南韓、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國為輕。
其次，過去八年的經濟成長(年平均成長率超過4%)並未為大多數台灣家庭所享受，這段期間所得最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其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所得次低的百分之四十家庭平均年成長率亦不到百分之一。若不及時解決這家庭經濟地位持續弱化的問題，依其他國家的經驗，它會激化階層對立，底層人民為了要翻身就會想顛覆現有體制，底層人民由於民主制度無法再捍衛她們最起碼的公平正義或參與機會的均等，開始對民主制度失去信心。此時，社會福利制度做為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團結的功能就越來越重要。2006年民進黨政府就提出「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採取具體策略以建立普及性「社會福利制度」保障經濟弱勢階層的基本生活權利，制度法制化工作已經完成，等待新政府的落實。
上述失業及貧窮差距擴大的問題係因親中媒體與部份學者將「中國化」等同於「全球化」所造成。「全球化」既等於「中國化」，政府當然不應禁止廠商投資中國，而且更要全面投資中國，認為不透過中國，台灣就無法全球化，中國是台灣未來唯一的希望所在。既然中國已是世界工廠，若台灣在經濟發展中錯過了利用中國資源的機會，將會喪失這一波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任何契機。這種論調不僅過度簡化全球經濟體系的運作邏輯，更將台灣發展的前景完全侷限於中國現有的經濟框架之下。面對這種論調，民進黨政府一開始亦很難抵擋，所以才在2001年以「積極開放，有效管裡」取代「戒急用忍」，行政部門雖一再宣示「有效管理」是「積極開放」的前提，但實際上，並未做好相關管理機制，導致台商投資中國金額占我國GDP比重由1999年的0.5%一路上升到2004年的2.21%。資金大量外移，國內投資率就很難提升，工作機會移往後進國家過多，加上新的工作機會又因國內投資不振而不易創造，薪資所得自然成長緩慢，結果家庭所得差距擴大以及中產階級經濟地位弱化。阿扁總統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遂於2006年的元旦文告中揭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取代「積極開放，有效管裡」，並加強「投資台灣」以創造工作機會。由於台灣廠商「全球化」策略，注重「降低成本」的產業出走，輕忽「創造價值」的產業轉型，阿扁總統雖想對「兩岸經貿政策」做根本的調整，仍難扭轉上述台商過度投資中國的趨勢，使得新的、高層次的產業無法順利填補移往中國舊的、低層次的產業，無法大量創造新的工作機會，甚至連白領的工作也受到威脅，讓民進黨政府必須投注更多的心力，才能將失業率降至4%以下。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統計自1990到2003年全球CO2排放量增加最多的前十名國家，台灣排名第八。另依據2005年統計數字，台灣高耗能產業（如：鋼鐵、石化、造紙與水泥業）使用台灣1/3的能源，卻只創造出不到2.5%的GDP，顯示台灣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否則難以因應氣候變遷。由於民進黨政府內不少財經決策官員仍深信「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互斥」的舊思維，認為台灣應「先追求成長，再清理環境」。上述阿扁總統的加強「投資台灣」的宣示就被轉化鼓勵高耗能產業擴大在台灣投資，讓「永續發展」概念中所強調的「環境品質提升及環境資源合理運用」繼續被忽視，讓「永續發展」的黃金三角缺了一角，也造成環境生態政績成為台灣民眾對民進黨政府施政作為最不滿意的地方。
綜觀民進黨八年的執政，行政團隊有認知問題的能力，亦有面對問題的勇氣，但由於不少財經決策官員面對全球化及氣候變遷的挑戰欠缺全新的價值理念與戰略願景，讓八年努力的成果打了一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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